
家庭-学校关系的外围模式 

 
抽象的 

 
大多数家校合作模式都强调互惠互利的理念，旨在增强和突出家庭与教育者合作的机

会，着重于能力建设，并就如何构建可持续的实践和计划以促进合作提供指导。本章

内容可能存在一些争议，因为它并不提倡上述任何一点。相反，它提供了一个新的视

角，用于构建和审视儿童生活中成年人如何支持儿童参与学校环境。我们将这种视角

称为“家校协会边缘模式”（PMHSA）。PMHSA 的基础是杨格（Young）关于聚合、联

合和交叉声音的概念（Young，1997），萨特（Sartre）关于序列性的定义（Sartre，

1960；Young，1994），以及哈钦森（Hutchinson）的《面向陌生人的民主叙事关系教

育学》（Hutchinson，2004）。在简短的介绍之后，本章首先对“伙伴关系”一词提

出了质疑。 接下来，本章概述了构建该模型的理论基础，并为利益相关者明确了其适

用范围。随后，本章介绍了PMHSA模型，并提供了其在研究和实践中应用的实例。最

后，本章强调了探索新方法的重要性，即在教育环境快速变化的当下，探索成人如何

支持儿童学业学习。 
 

介绍 

已有大量文献证明，当孩子生活中的成年人共同努力支持他们时，孩子能够取得最佳

发展（Goff，2016；Epstein，2019；Goff、Phillipson 和 Clarke，2023）。如今，

人们普遍认为，在孩子的教育方面，家庭和教育者都负有共同的责任（Johnson 和Ram

som ，2023）。新冠疫情及其导致的学校停课和封锁，虽然为理解这两个概念提供了

有益的视角，但也考验并挑战了合作以及共同承担教育责任的理念，尤其是在教育公

平方面（Biesta，2022）。毫无疑问，在某些情况下，当家庭和教育者被迫合作并共

同承担孩子的教育责任时，他们取得了成功。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当一些家庭和教

育者被迫共处一室时，家庭与学校之间的鸿沟反而扩大了，人们也清楚地认识到，这

种“所有人共同努力、分担孩子教育责任”的“乌托邦式”理念实际上极其困难，对

许多家庭而言甚至根本无法实现。英国政府对疫情后恢复情况的研究发现，小学生在

疫情期间的学习成效往往取决于家长能够提供的支持力度以及家长在辅导孩子学习不

同科目时的信心（Lynch，2022）。此外，由于学生及其家长的焦虑情绪，许多学校都

面临着持续不断的与新冠疫情相关的学生缺勤问题（Ofsted，2021）。 
 
本章着重探讨家庭、学校教育背景和学校环境，旨在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来思考和理解

支持儿童参与学校环境的成年人。本章首先对伙伴关系的概念进行批判性分析，特别

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界限模糊的问题。随后，我们概述了杨格（Young）的聚合、关联

（Young，2008）和交叉声音（Young，1997）概念、萨特（Sartre）的序列性概念（S

artre，1960）以及哈钦森（Hutchinson）的《面向陌生人的民主叙事关系教育学》

（Hutchinson，2004），以此为思考成年人如何合作提供理论基础。接下来，我们提

出“家庭-学校关联边缘模型”（PMHSA）。我们将探讨该模型在研究和实践方面的独

特之处，并从研究和实践的角度分析其优势和局限性。本章最后讨论了在不确定和变

革时期，重新思考成年人如何在学校里团结起来的重要性。 
 
“伙伴关系”的问题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伙伴关系”一词已成为全球政治话语中一个重要的实践要素（J

ones & Bird，2000）。这一点在教育领域尤为明显，世界各国政府巧妙地将教育责任



从学校和教师的单一责任转移到家长/监护人、教师和学校的共同责任。“良好的[学

校]伙伴关系中蕴含着双赢要素，这也是全球和各国教育部门倡导优势视角方法的原

因”（Lynch，2016，第8页）。此外，全球研究表明，在“拥有完善的学校-社区伙伴

关系”的学校中，学生的学习水平更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5，第44页）。表面

上看，这种共同责任的理念合情合理，清晰明了，它承认学习发生在家庭和学校之

间，并认可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也是最具影响力的老师。然而，从政治角度来看，关

于儿童教育共同责任的想法为利益相关者提供了有限的界限，因此，这一想法变得复

杂，并可能被视为当权者（即政府）的主导工具。 
 

“治理术”一词关注的是治理的艺术（Chamberlain，2014）；它源于米歇

尔·福柯的著作，并将公共监管视为“政府策略部署的典范，旨在塑造个人和

集体的行为”（Tinning，2009，第147页）。索普警告说，治理术体现了“人

们对负责教育治理的机构的信任度下降”（2003，第147页）。（Lynch，201

9，第35页） 
 
对子女教育的共同责任也意味着对学生成绩的共同问责，这对政府来说是一个很有吸

引力的理念，尤其是在全球教育所处的绩效经济和产品比较背景下（Hart & Bracey，

2023）。如果鼓励家长/监护人“承担国家教育事业成败的责任”（McNamara，2000，

第474页），那么当教育系统或政府机构出现问题或表现不佳时，家长/监护人更有可

能承担部分责任，而不太可能追究政府的责任。 
 
共同责任（以及由此产生的共同问责）的概念也成为政府和政府机构将绩效不佳的责

任从政府机构和政府雇员身上转移出去的有力手段。例如，当学校教育的成果在全球

范围内表现不佳时（如全球排名榜单（PISA、TIMSS 等）所衡量），就很容易将责任

和关注点转移到家长/监护人或孩子的家庭环境上。这一点在关于家长/监护人没有像

高绩效国家那样重视或优先考虑儿童教育的言论中显而易见。与其对资金、实践、制

度和资源进行比较分析，不如将重点放在分析家长/监护人和更广泛的社会如何看待教

育上。哈特和布雷西指出，“这种论述旨在‘追究’家长的责任。也就是说，将孩子

教育的失败归咎于家长”（2023，第733页）。它还会通过塑造社会认知的方式削弱教

育者的专业性，这种方式不承认教育儿童所需的复杂技能、知识和理解。 
 
哈特和布雷西认为，“家校合作也被国家构建成一种监视形式”（2023，第742页）。

他们进一步指出，这种监视旨在确保家庭优先考虑在新自由主义教育体系中取得成功

所必需的制度属性（Hart & Bracey，2023）。对于来自弱势背景的儿童，政府将家校

合作定位为改善家庭学习环境的有效途径。这种定位向合作各方传达了合作既有益又

重要的信息。然而，这种定位也可以被视为一种试图殖民家庭价值观和文化的尝试，

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国家经济发展”（Brinn，2021）。 
 
对政策和政策制定中的主流话语进行质疑至关重要，因为它为变革提供了跳板。在全

球教育领域，我们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时刻：新冠疫情暴露了社会和世界各地许多根深

蒂固、未经挑战的话语体系中的不足和不平等。对这些话语进行质疑，通过引入重新

思考重要问题的新视角，为变革提供了起点。本文将首先引入一种不同的理论基础，

以理解成年人如何支持儿童参与学校环境，从而开启这一重新思考。 
 
关联、序列性和交织的声音 



杨格将社会群体描述为“一群人，他们因文化形式、习俗或生活方式而与至少一个其

他群体有所区别”（2008，第57页）。她进一步解释说，“群体是社会关系的体现；

一个群体只有在与至少一个其他群体建立关系的情况下才存在”（杨格，2008，第57

页）。当我们从社会群体的角度思考成人如何支持儿童学习时，过去几十年来，家校

合作研究领域主要关注两个社会群体：“教师”和“家长” 。然而，杨格借鉴了聚合

和联合的概念，提出了另一种社会群体的观点（杨格，2008）。 
 
根据杨格的定义，群体是指“根据某些属性对人进行的任何分类”（Young，2008，第

58页）。当成年人在学校聚集时，群体可以围绕儿童，并根据个人与该儿童的关系来

划分。例如，帮助儿童适应学校生活的成年人。群体也可以围绕成年人主要所处的物

理环境来划分。例如，来自儿童家庭环境的成年人、来自儿童学校环境的成年人、来

自儿童社区的成年人。 
 
根据杨格的观点，当个体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出于特定目的而“以已形成个体的

身份”接触时，便会形成关联（Young，2008，第58页）。她进一步解释说，“个体与

关联之间的关系通常是自愿的，即便并非如此，个体通常也是通过某种特定情境进入

关联的”（Young，2008，第58页）。也就是说，个体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情境下，

出于特定的目的而接触。例如，一位家长到学校辅导孩子阅读。 
 
在学校环境中，孩子入学后，其生活中的成年人便会形成一种关系。传统上，这些成

年人被定义为两个社会群体：父母/监护人和教育者。根据杨格的观点，尽管社会群体

对个体进行整体性的界定，包括其“历史感、亲缘关系和独立性，甚至包括其推理、

评价和表达情感的方式”（Young，2008，p.58），但仍存在一些共同的属性定义了该

社会群体。例如，所有父母都会以类似的方式支持孩子的教育，或者所有教师都拥有

共同的教学理念，因此会采用类似的教学方法。 
 
根据杨格的观点，社群存在于个体之间，而个体的行为受到特定情境（例如正式机

构）的结构和期望的塑造和引导。然而，在社群内部，每个个体仍然是该情境中独

立、独特且自主的存在（Young，2008）。杨格认为，当人们被社会归类并通过这种归

类方式进行描述时，“同一性”和“共同共识”成为主导话语，而诸如保护个体自主

性、独特性、差异性和自决权等理念则被忽视（Young，2008）。 
 
许多关于家校合作的研究都围绕着这样一个理念：社会群体（家庭/家长/监护人/教师

/教育者）携手合作，共同支持儿童的学业成长和发展。杨格在描述“交织的声音”时

进一步阐释了这一理念，她认为社会群体和定位（例如“家长”或“教育者”）会影

响而非促进个体的身份认同、自主性和表达能力（Young，1986）。这对于这些群体中

的个体，尤其是个体自主性和自我决定等概念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从关联的角度来看，在学校教育的语境中，个体并非被视为集体社会群体，而是被视

为在特定时刻对其他成年人、儿童以及儿童的学校环境体验做出特定贡献的个体行动

者。这与萨特的序列性概念直接契合，萨特将序列性描述为“一群个体除了他们当前

正在做的事情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共同之处”（牛津参考书目，2024）。杨格明确借

鉴了萨特的序列性理论，认为个体可以通过其行为在特定时刻所处的环境而被动地联

合起来，但他们未必是群体或处于某种特定关系之中，因此不应被视为群体（杨格，1

986）。 



 
通过思考杨格的理论和萨特的序列性概念，探讨成年人如何聚集在一起，为我们提供

了一个关于成年人及其如何支持儿童教育的全新视角。它让我们认识到，在学校环境

中支持儿童的成年人并非同质化的家长/监护人或教育者群体，而是由一群在其他情境

下彼此疏离的成年人组成，他们通过学校教育这一情境建立联系和/或发展关系。 
 
除了聚合、关联和序列性等概念之外，杨格还提出了沟通民主的理念。她将其描述为

个体将彼此视为资源，这些资源通过“相互影响的制度和实践”聚集在一起，人们通

过这些制度和实践来实现他们的目标并追求幸福，从而影响他人行动的条件（Young，

1997，第20-21页）。个体影响他人行动条件的理念，为成年人共同支持学校环境中儿

童的理念提供了另一个有趣的思考方向，尤其是在结合人类行为受正式制度的结构和

期望塑造和引导这一概念进行思考时。当应用于学校教育的背景下，它凸显了学校的

资源、常规、实践和习惯在塑造儿童所接受的重要成年人的支持和教育方面所发挥的

作用和责任。 
 
因此，如果参与学校环境中儿童支持的成年人并非群体，而是因情境和时间而被动聚

集在一起的个体成年人的集合，那么认识到并接纳这些人之间的陌生感和未知感就显

得尤为重要。哈钦森将这种认识的过程定义为承认并接纳陌生人之间的关系（Hutchin

son，2004）。根据哈钦森的观点，陌生人之间存在着“价值，他们保持陌生人的身

份，却又处于一种独特的关系之中”（Hutchinson，2004，第75页）。在学校教育的

背景下，这一点尤为重要，尤其是在与目前应用于合作工作的群体视角进行对比时。

下一节我们将进一步探讨这一概念。 
 
面向陌生人的民主叙事关系教学法 

从聚合、关联和序列性的视角来看，支持儿童参与学校环境的成年人受到学校环境的

限制和引导，他们并非群体，而是在特定时间、特定情境下，为了特定目的而相遇的

陌生人（Hutchinson，2004）。Hutchinson在谈到公平问题时指出，“在匿名性得到

保障的大型民主社会中，陌生人的角色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某些特定情境下”（200

4，第75页）。当我们思考儿童及其生活中的成年人如何通过学校环境走到一起时，这

种特殊的叙事性生活经验关系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例如，它可能包含成年人自身过渡

到学校的经历）。Hutchinson进一步指出，“陌生人保持陌生人的身份”本身就具有

内在价值，同时也要认识到他们之间也存在着“一种独特的关系”（Hutchinson，200

4，第75页）。在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现代世界里，人们习惯于通过市场驱动的关系（名

牌服装、昂贵的汽车等）来评判他人，因此，关注陌生人之间的关系也具有天然的保

护作用。 
 
根据哈钦森的观点，目前的学校环境试图建立新的关系，而不是关注个人“独立自

主”的民主必要性（Hutchinson，2004，p.85）。这并非意味着人们不能通过交往、

情境、时间以及机构（例如学校）的程序、安排和实践而集体团结起来，而是说，这

确实对当前关于互惠、互利和合作的必要性观念提出了质疑；尤其是在“社会群体”

的视角支撑着这一过程的情况下。如果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有必要以促进自我决定的

方式承认和支持个人的独立性，那么探索一种不同的视角来看待成年人如何聚集在一

起支持儿童参与学校环境就显得尤为必要。这对于那些可能不享有与他人相同资源的

成年人来说尤其如此。 
 



在学校环境中，哈钦森倡导一种融合分离和自主理念的教学方法，并将其命名为“陌

生人民主叙事关系教学法”（PDNRS）。虽然这种教学法主要针对学生，但它对儿童生

活中的成年人也同样适用，尤其是在思考成年人如何支持儿童参与学校活动时。PDNRS

强调“让我们有机会了解彼此的生活，而不干涉他们的生活”（哈钦森，2004，第85

页）。它与许多现有的家校合作模式不同，它并非将人们聚集在一起，而是…… 
 
承认了解彼此之间的差异非常重要，拥有一些共同的社区也很重要，但同时也要

深深地尊重和承认他人独立自主的必要性（Hutchinson，2004，第 86 页）。 
 
结合杨格的聚合与关联概念，以及她对萨特序列性概念的解读，哈钦森的PDNRS为重新

构想幼儿生活中的成年人如何携手支持儿童参与学校环境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在

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这些理念融会贯通，提出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家校关联的
外围模型。首先，我们将定义“背景”和“环境”这两个术语，并阐述这些定义的重

要性。 
 
界定背景和环境 

外围型家庭-学校协会模式的核心在于自主性而非赋权。目前许多关于家庭-学校合作

的研究都侧重于“赋权家长”，让他们积极参与子女的教育并与子女的老师互动（Alb

recht，2021；Gonzalez-DeHass 等，2022）。外围型家庭-学校协会模式认为，“赋

权”或“赋能”的概念本身就带有倾向性，可能会忽略个体能够独立发展和表现的理

念。在外围型家庭-学校协会模式中，成年人被视为积极主动的个体，在环境的支持

下，他们能够以独特的方式成长，并通过新的体验做出贡献。在学校环境中，该模式

将孩子生活中的成年人定位为自主个体，他们在特定的时间点进入学校环境，并且他

们本身就渴望尽力支持孩子参与学校活动。 
 
当支持儿童的成年人被视为独立自主、有能力的人时，背景和环境都变得极其重要。

然而，这两个术语往往定义不清，尤其是在学校教育领域。例如，根据威廉姆斯的说

法， 
 
语境是你会反复遇到的一个词，但没有人给出过一个有用的定义。它有点像一个

包罗万象的词，通常用来表示“在{a}情况下，所有与意义相关的事物，但我还

没有确定这些事物”（Williams，2004，第105页）。 
 

“语境”通常与交际情境的不同组成部分相关，并嵌入于环境中。在本章中，我们将

语境定义为一种情境，它包含时间、地点、个人和环境（Williams，2004）。 
 
关于“环境”一词，我们借用《牛津英语词典》（OED）的定义。 
 

环境是指人或其他生物体生活、发育等所处的物理环境或条件，或事物存在的物

理环境或条件；一般而言，外部条件会影响生物体或物体的生命、存在或特性。

（OED，2013） 
 
因此，在《儿童心理健康服务法》中，“背景”一词被定义为“学校教育”，“环

境”一词被定义为“学校”。学校指的是儿童进行学业发展的物理环境和条件，而学



校教育指的是个人（儿童生活中的成年人）在特定时间（例如儿童入学或过渡到新教

室）在特定环境（学校或教室）中接触的物理情境。 
 
明确背景和环境有助于区分学校和教育，从而使成人的经验和空间能够被独立地认可

并得到相应的重视。在许多现有的家校合作模式中，背景和环境的界限模糊不清，这

导致人们期望成人以特定的方式行事、互动和表现。PMHSA 认为，幼儿生活中的成年

人无需参与学校环境，也能积极支持幼儿过渡到学校环境并参与其中。 
 
将情境与环境区分开来，也为我们重新思考儿童生活中的成年人角色，以及他们如何

支持儿童参与学校环境并取得成功提供了一种思路。这种观点承认，并非所有成年人

都自动身处学校环境之中，他们也并非必须以独立成年人的身份参与其中。它承认，

在学校环境中，成年人与成年人之间会发生一些互动，但这种互动对于不同的成年人

而言会有所不同，并且会以不同的方式发展演变。 
 
认识到差异以及支持儿童参与学校环境并取得成功的成年人所处的不同背景，为我们

思考如何发展支持儿童在学校环境中的成人互动和关系开辟了新的思路。它将关注点

从“以逻辑中心主义为导向”的策略转移到更贴近成人生活世界和现实生活层面的思

考（Crozier，1999，p.315）。它并非旨在“赋权”，而是承认成年人拥有选择权

（选择以合适的方式参与）、自主权和自决权。 
 

家庭/学校关系的外围模型 

PMHSA 可以被描述为一种成人支持儿童在校学习和发展的模式。它认识到，当孩子开

始上学时，孩子生活中的成年人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并承认和强调这些角色的分离。

下文将结合学校教育的背景和环境，进一步阐述 PMHSA。 
 
学校教育的背景 
在PMHSA模型中，学校环境被认为是特定时间点上人际关系发生的场所。这些人际关系

存在于儿童生活中，尤其是那些开始或正在学校环境中学习的成年人之间。这些人际

关系的总体特征可以被描述为支持儿童顺利过渡到学校环境、参与学校活动并取得成

功。在这个模型中，人际关系的存在源于学校环境，但它们并非一定发生在学校环境

中。它们被定义为一种边缘活动（独立于学校环境），既承认成年人的自主性，也承

认成年人在特定情境下有权保持“陌生人”的身份。 
 
尽管学校环境可能会影响在学校教育背景下形成的某些人际关系互动，但PMHSA（家

长、家庭和学校事务部）也认识到，教学是学校及其雇员和政府工作人员的责任。因

此，在PMHSA框架下，成人之间通过学校教育背景下形成的各种人际关系进行的互动，

其重点在于支持儿童顺利过渡到学校环境，并在学校环境中积极参与学习和取得成

功，而非仅仅关注学术学习本身。这种侧重点与那些主张支持家庭和学校之间学术学

习流动的合作模式有所不同。PMHSA将学术学习视为学校及其雇员和政府工作人员凭借

其专业知识应尽的责任。 
 
学校环境是指当孩子过渡到学校或进入新的班级时，成人与之互动的环境。成人被置

于这个环境中，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能形成共识，也可能出现分歧。成人会将自己独特

的过往学校经历以及对孩子（或身处学校环境中的孩子们）的期望和愿景带入这个环



境。这其中也包括身处学校环境中的成人，他们同样拥有独特的过往经历，以及对孩

子和新学年的期望和愿景。 
 
在学校环境中，人际关系可以是被动的，也可以是主动的。有些成年人会进行大量的

互动，并建立深厚且持续的人际关系；而另一些成年人的人际关系则较为零散，往往

受特定需求、目的、情境或期望的驱动（例如，期中面谈或批准参加郊游）。《心理

健康和社会学指南》（PMHSA）也指出，人际关系可以通过多种媒介进行，例如在线视

频会议、面对面交流、书面文字等等。 
 
学校环境 
学校环境是指儿童和在职成年人所处的物理环境和条件。它涵盖了学术环境，并明确

聚焦于学习、教学以及儿童的成长和发展。尽管儿童在家中和周围世界中学习，但PMH

SRIA（菲律宾高等教育和学校环境评估）承认学校环境因其学术目的而具有独特性。P

MHSRIA也承认成年人与环境之间的关联性。在PMHSA（菲律宾高等教育和学校环境评

估）中，非学校工作人员处于学校环境的边缘。他们不被视为学校环境的一部分，而

是作为儿童融入、参与和成功融入学校环境的辅助人员。 
 
在《儿童心理健康与学校环境法》（PMHSA）中，学校环境被认为是教学、学习以及儿

童发展和成长方面的专家所处的物理空间。虽然其他成年人也是了解子女及其生活现

实的专家，但在《儿童心理健康与学校环境法》（PMHSRIA）中，人们认识到，未经正

规培训的成年人并非学术学习或儿童发展方面的专家，他们并非学校雇员，因此不能

成为学校环境的成员。在《儿童心理健康与学校环境法》中，明确区分了拥有专业知

识并因其专业知识而在学校环境中工作的成年人，以及那些并非受雇于学校但通过与

这些专家的联系为学校环境中的儿童提供支持的成年人。 
 
图 1以可视化的方式呈现了家庭-学校关系外围模型。该模型描绘了家庭与学校之间的

分离，以及学校教育背景与学校环境之间的分离，同时也识别出了个体。模型中的箭

头代表了儿童在学校环境中可能产生的不同关联。更广泛的社区被认为贯穿家庭、学

校教育背景和学校环境。学校的个别员工有时被认为与个别家长/监护人存在直接联

系。 



 
 

图 1 –家校关系的外围模型 
 
 

讨论 

新冠疫情凸显了全球各国教育领域存在的巨大不平等，包括一些儿童家庭环境不利于

学业学习（Lynch，2022）。本章论述了疫情并未凸显加强家校合作以“改善这些家

庭”的必要性，反而强调了学业学习分离和责任分配的必要性。PMHSA（家长-学校-学

生支持）为儿童生活中的成年人（在人生的特定阶段）如何支持儿童过渡到学校环境

并参与其中提供了一种新的概念框架。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阐述我们围绕这一

概念框架和新想法的论证，并举例说明如何在研究和实践中运用PMHSA。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当孩子生活中所有成年人齐心协力支持他们时，孩子就能

取得最佳的成长成果（Bull et al., 2008; Goff, 2019），我们对此观点并不质疑。

事实上，数十年来大量的研究表明，家庭与学校的合作对教育成果有着积极的影响（B

ull et al., 2008; Christenson, 1999; Epstien , 2018; Smith et al., 2020）。

本章我们倡导的是，家长和学校应明确对孩子的学业学习承担责任，并重视个体差异

而非同质群体。 
 
新冠疫情期间的学校停课凸显了家庭与学校合作模式的脆弱性。一些家长承受着巨大

的压力，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依赖教师的支持来帮助他们照顾孩子（Ofsted，202

1）。许多家长发现自己身兼数职（家长、教师、学生、照护者），同时还要应对工作

和人际关系的变化。这种角色转换和角色扩展给一些家长在新冠疫情期间带来了巨大

的压力（Lynch，2022；Ofsted，2021）。疫情后，这种压力的一些遗留问题在家庭与

学校的二元对立中有所体现，一些家长不切实际地期望教师能够像学校停课期间那样

随时提供帮助并及时回应他们的需求。 
 
新冠疫情也引发了家长对“教师自我”认知的重大转变。在学校停课期间，许多家长

在家中协助孩子完成部分课程。这种全新的体验导致许多家长产生了严重的误解，认



为自己拥有与训练有素的合格教师相同的教学知识、理解和专业技能。疫情后，这种

误解在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二元对立中再次显现：一些家长对课堂教学实践提出了

诸多批评，并给教师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求他们“按照某种特定方式做事”。这给

教师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许多教师选择离开教育体系，并将家长的期望、批评和

压力视为主要原因（Heffernan et al., 2022; White, 2023）。 
 
PMHSA重新定位了在学校环境中拥有课程、学习与教学以及儿童发展方面专业知识的成

年人，赋予他们支持儿童学业学习和发展的责任。这种重新定位并非否认学业学习可

以在儿童生活和学习的不同场所之间流动，而是承认并非每位家长/监护人都具备在家

中促进学业教学、学习和发展的专业知识或能力，因此不能期望他们承担这样的责

任。我们还认为，那些拥有学业教学、学习和发展方面资质，但并非受雇于与其所支

持儿童同一所学校的成年人，有权在家庭环境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我们再次强调，他

们不能与他人共同承担学业教学、学习和发展的责任，因为他们有权在家庭环境中扮

演不同的角色。 
 
在《心理健康和社会保障法》（PMHSA）中，学校环境中成人之间的互动被视为一种关

联。这种关联性确保了成人在参与方式和参与程度上的自主权。所有成人都有权选择

如何、为何以及何时进行互动。学校及其教职员工被赋予学术教学、学习和发展的责

任，不会强迫缺乏相关专业知识的成人承担这项责任。同样，教师无需让每位家长都

参与到孩子的学习中来。他们被信任能够确保每个孩子的学习需求得到满足，并在无

法满足时，在学校环境中提供公平的教育途径。 
 
将学术学习的责任托付给学校及其教职员工，能够确保他们在必要时为孩子提供充足

的资源和额外的支持。这种定位至关重要，尤其是在考虑到其他参与学校事务的成年

人的能力和选择各不相同的情况下。这种定位并非将责任或指责推卸给那些“不积极

参与”或“未能达到合作预期”的成年人，而是积极主动地为儿童在学术教学、学习

和发展方面提供公平的保障。 
 
我们认同，这种将成年人视为支持儿童融入学校环境、参与学校活动并取得成功的全

新概念，与以往“家长”和“教师”携手合作、建立伙伴关系的乌托邦式理念截然不

同。然而，我们也认为，新冠疫情期间暴露出的种种不足，促使我们以不同的视角来

思考这种关系。我们还一致认为，这种将成年人视为支持儿童融入学校环境、参与学

校活动并取得成功的全新概念，需要进行试验和深入研究。我们邀请在该领域开展研

究的人员在工作中借鉴PMHSA的理念。 
 

结论 

过去两年，全球教育格局无疑经历了显著变化，并且仍在应对诸多严峻挑战。新冠疫

情给世界各地的学校、教师、家长和监护人带来了额外的压力。全球和地方的复苏都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让我们质疑、重新评估和重新构建那些习以为常、不加质疑

的做事、存在和认知方式。治理性便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本章旨在通过重新定义教师

和家长的角色期望和职责范围，为改进进程做出贡献。我们推荐的PMHSA（家长心理健

康和社会责任）将学术学习视为学校及其聘用和政府专业人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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